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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的话语竞技及其对冲突
化解的启示
卜玉梅
摘　要：对邻避冲突的理解和认识应从对单一主体的分析转向对多元主体的考察。本文基于风险社会的
竞技场理论和环境话语的类型学，认为地方政府、环评机构和运营企业在风险沟通场域中分别以规制话语、
科学话语和技术话语来确立自身的位置，应对公众的质疑，并共同构建起邻避设施项目的合法化逻辑。行动
者则通过对权势话语的解构，通过转移法、挤出法和制约法等策略，将对风险的焦虑，转向对项目决策系统
的 “合法性”的怀疑和挑衅，并进而形成对 “保护家园”的邻避框架的隐匿。因此，化解邻避冲突，所需要
的是匡正决策系统及责任主体角色和形象，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沟通对话，同时重视民众的知识形态及参与能
力，构建邻避风险沟通的理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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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与西方 “邻避效应”引发的环境运动［１］相似，“中国式”邻避冲突［２］愈演愈烈，预示
着我国进入了 “邻避时代”［３］。为此，如何理解和认识邻避冲突并探寻其化解机制，已成为学界重
要的研究课题。一般来说，公共项目的选址和建设，从立项、审批到运营，涉及从地方到中央的多
级政府部门，涵括评价机构等机构和组织，牵涉运营商等市场力量，还需吸纳政治家、专家、企业
家等主体的角色和作用。在邻避冲突爆发后，这些机构、组织和主体的身影亦主动或被动地穿梭其
中，与公众展开对话或博弈。风险沟通则呈现为一场以政府、企业等为代表的主建方，与业主或社
区居民等为代表的反建方之间的博弈实践。各责任主体的悉数出场及其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博弈，
给邻避冲突套上了一层复杂深邃而颇有戏剧意味的面纱。与此同时，也在学理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探讨邻避冲突的切入口。本文力图从多元主体之间的话语博弈的角度，立足国内垃圾处理项目的选
址事例，阐释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的话语竞技，以期为类似的公共决策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
二、理论资源和分析框架
关于邻避冲突，目前学术界的关注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邻避冲突涌现的原因，二是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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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依相存的。何艳玲［４］指出，居民反对邻避设施的原因
主要包括心理因素、公平性问题、邻避设施对于地方形象的影响以及政府在环保配套方面的失职
等。鉴于此，开通协商性对话渠道，构建面向城市边缘群体的政治吸纳机制，是化解邻避冲突的解
决之道。张乐等［５］认为，政府在 “邻避”设施项目决策中权力过分垄断、技术评估的不确定性、营
运企业在风险—收益上的估算困难和公众对 “邻避”设施风险的误解，是造成决策之困的关键原
因。这就要求包括政府、技术专家、营运企业和公众等在内的有关各方，在 “邻避”设施项目决策
过程中必须采取措施予以改进，加强决策过程的科学化，从而有效地解决现实中的管理困境。侯光
辉等［６］采用多案例研究法和扎根理论，建立了邻避危机演进的整合性归因模型。模型从抗议者、利
益相关者和管理者、运营商和其他主体 （专家、媒体、ＮＧＯ 等）等层面探讨邻避冲突演进的驱动
力，最后得出了指向公众沟通、以人为本和柔性治理为标志的治理启示。已有关于邻避冲突的研
究，一个重要的趋向是从对单一主体的分析转向对多元主体的关注，从探讨抗争者方面的因素转向
同时考察决策者和其他主体的反应及其对于引发冲突所需要承担的责任。
本文的思考和论述主要关联并建基于以下三种理论路径。
第一，风险建构的竞技场理论。这又包含两个层面：一是风险的社会建构视角。约翰逊和卡威
娄［７］认为，威胁、公正、公平、控制及其他一些问题，不能由客观的科学分析来决定，只能从社会
不同参与者的信念和理性中重新构建起来；而建构的特征反映了在不同风险竞技场里每个团体或机
构的利益／价值。怀恩［８］认为，风险政策是各个参与者不断斗争以将他们的风险意义置于公共议程
之中并把它们强加于别人的结果，即使技术分析也是建立在团体习性、精英的特定利益和隐含的价
值判断上。斯洛维奇［９］指出，风险评估具有主观性与价值负载性，在他看来，风险的概念就是一种
必须在某个具体问题的语境中由社会协商规定其规则的游戏。贝克［１０］（Ｐ１９１－１９２）亦将风险的建构视为
一场 “权力游戏”。他用 “定义关系”来描述风险的政治，认为定义关系是特定文化环境中构成风
险识别和评估的特定规则、制度和能力，是风险政治运行于其中的法律的、认识论的和文化的权力
模子。更进一步的，他以四组问题对之加以说明： （１）谁定义和决定产品的无危害性、危险、风
险？责任由谁决定？（２）风险的知识和证据如何呈现，呈送于谁？（３）什么才是充分的证据？（４）
谁来决定对受害者的赔偿？对未来损害的限制进行控制和管制的适当方式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
贝克一直强调的 “谁”这一主体，在风险的定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然而，这个 “谁”究竟指向哪
些主体或哪一主体，却是一个复杂而难以界定的问题。
二是社会竞技场理论。关于风险问题的政治争论，一直是在 “社会竞技场”的框架中进行的。
社会竞技场是一个隐喻的说法，是各方行动者向决策者提出主张，期望影响政策议程的政治情
境［１１］（Ｐ１２１）。郭雪松等［１２］通过社会竞技场模型来描述影响集体决策与政策等政治行动的象征性位置，
即某一问题 （多为关系部分社会群体利益的焦点问题）中所有参与主体 （社会行动者）的政治行
动，包含有意影响集体决策与政策的个人或群体的行为。由此，他将群体性事件界定为相关群体为
了在竞争中获胜而进行的特殊资源动员活动。在汉尼根［１１］（Ｐ１２２）所谓的风险建构的 “竞技场”里，最
重要的活动是由专业化的专家共同体所倡导的，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律师、医师、公司经理、政
治家等的。他们是主要的风险建构者，并期望以其主张影响政策过程。在他们设定的议程中，公众
的参与只出现在最后阶段。在风险的社会竞技场里，定义风险是否可接受的过程，取决于几个或多
个组织的谈判。
第二，环境话语的类型学。在关于风险定义和建构的权力游戏或持续竞赛中，话语被塑造出
来。话语为制度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将个体纳入统治关系的手段，话语也隐含了权力的意涵。在福
柯［１３］的理论体系里，专家通过他们对科学技术话语的掌控而被赋予权力。那么，话语究竟有哪些
表现形式？汉尼根［１１］（Ｐ３９）概括了三种：（１）为制度实践内部的行动提供路标的 “故事线”；（２）环
—５０１—
卜玉梅：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的话语竞技及其对冲突化解的启示
境运动组织所构建的社会运动 “框架”；（３）围绕语词、意象、概念和实践而建立起来的环境 “修
辞”。在此基础上，他引述了赫恩德和布朗为环境话语的条理化分析建立的修辞模型。模型由 “规
制话语”、“科学话语”以及 “诗意话语”所构筑的三角构成。其中 “规制话语”由负责决策和制定
环境政策的权力机构散布，占据三角形的顶端。“科学话语”依赖技术性的数据和专家的证言，“诗
意话语”则以强调自然的美丽、灵性和情感力量的描述为基础，两者分别占据三角形的一角。他们
还强调，这三种强大的环境话语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纯粹的，相反，它们最后往往搅在一起。环境
话语的类型学为理解邻避冲突中的权力和知识提供了重要启发。
第三，社会运动的框架化理论。社会运动中的话语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运动组织者为了成功
地动员参与者而建立策略性框架的过程［１４］［１５］（Ｐ４１－４２）。话语内涵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参与者的认
同、口号或话语策略、行动过程中的突生规范以及塑造运动话语的文化等等［１６］。在这一过程中，
行动者通过经验、推论和互动来建构一套解释纲要，并以之指导行动。在此基础上，一个不容忽视
的问题是，行动者的框架建构往往是基于冲突对象或其他主体对事件和问题的已有阐释。因此，在
强调行动者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同时，有必要凸显框架或话语建构的基准。
基于以上理论视角来思考邻避冲突的相关问题可以发现，在邻避项目的设置和治理之中，在风
险的 “社会竞技场”中，政治家、科学家和公司经理等精英群体，他们活跃于其中并定义风险，主
导着风险的话语。同时，他们所依附的团体或机构，往往将风险的客观主义说辞与权力关系混合起
来，赋予人们无限遐想和阐释的空间。因此，本文首先将邻避项目选址和建设中的地方政府、环评
机构和运营企业作为主要阐述对象，将其视为具有决策或行为权力和能力，且需对项目过程承担相
应责任的主体，冠之以 “责任主体”的称呼。另一方面，作为对情境作出回应，也不断创造情境的
主体［１７］，行动者 （也即抗争者）在冲突生成的过程中会对责任主体的阐释内容和方式提出质疑和
挑战。这些共同构成了邻避项目立项和风险的竞技场中的主体。
在此竞技场中，基于环境话语的类型学，本文认为规制话语和科学话语的类型同样适用于当下
邻避项目的风险沟通情境中，并分别可以与政府和环评机构对应起来。在牵涉价值和利益之争的邻
避冲突中，诗意话语则显得过于奢侈。基于对风险竞技场中主体的界定，本文将运营企业纳入进
来，并将其话语命名为 “技术话语”，以构筑邻避项目情境中的话语模型。在此基础上，发现行动
者对这些话语模式予以解构的策略和方式，提炼出行动者框架化的逻辑，以对邻避冲突进行审视，
探寻邻避冲突化解的可能路径。
三、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责任主体的话语模式及修辞确证
在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政府、环评机构和运营企业不仅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源吸附能量，还具
有强大的知识和话语的建构能量，掌握着风险的辨识、定义和转嫁的论述权力，为社会制造关于风
险的主导话语，并使邻避设施的建设合法化。
（一）地方政府的规制话语
１．规划说辞。具体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一是规划发展的需要。例如垃圾处理项目是为解除
“垃圾围城”的燃眉之急。在西二旗餐厨垃圾处理站事件中，政府部门就直言，“市政市容规划面临
着经济、人口快速发展导致的垃圾处理需求上的困难，要权衡利弊”①。而在六里屯垃圾焚烧厂事
件中，除了基于垃圾处理的需求，预计年发电约１．３亿千瓦时的能源输出，及对华北电网的贡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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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二旗业主信访记录材料，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８日。
成为重要的驱动力和说服民众的说辞①。对于有些重大的基础性、能源性设施项目的决策，政府还
会以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为理由。并且宣称，对这些公共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还能带来更多的就
业机会。二是政策文本或者上级指示。地方政府通常会在法律、政策或者上级的 “文本系统”中找
寻合适的概念和话语加以引用，从而使自身行动的合法合理性得以论证。地方政府引用的文本，首
先是中央政府部门文件。例如，在六里屯邻避冲突事件中，地方政府就将 《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设施建设 “十一五”规划》作为依据来回应社区居民的质疑，提出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所依据
的是中央的政策规定，是全国性的规划项目；其次是地方政府文件。同样是在六里屯事件中，区市
政管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是海淀区 “十一五”期间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也是 《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白皮书》确定的环卫设施建设任务之一②。而在西二旗餐厨垃
圾处理站事件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关于加快推荐本市餐厨垃圾和废弃油脂资源化处理工作
方案的通知》成为市政市容委等部门应对民众的文本理据。且相关负责人指出：“Ｈ区的选址非常
困难，已经是依据 《北京市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中规定而做的决定。”③ 三是选址位置的合理性。
这一点通常会从资源、物流、成本和污染等方面，强调其综合的、全方位的考虑。总之，从政府的
言说和宣称中可见，地方政府占据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甚至国家需要、公共利益和服务
等价值制高点。在这样的伦理制高点面前，健康、风险和房产价值等都显得捉襟见肘。
２．可控性说辞。就此而言，地方政府往往表现出对技术的绝对信任，并强调自身在防控风险
方面的措施和能力，以表明邻避设施风险的可控性。例如，在西二旗事件中，政府对设施可能产生
的环境健康风险几乎没有任何顾虑，并为技术 “打包票”：“技术采用好氧技术，上地站主要是转运
站的臭味，现在用负压技术，应该没有什么臭味。”④对运作技术的厂房等设施，也宣称是安全的，
且政府有负责安全管理的机构，具备安全规范和管理制度，对于可能出现的任何意外能有效处理，
防护措施都已到位等等。此外，政府还一再强调，技术专家已经进行过安全分析、环境影响评估和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并有评估的文本作为佐证，试图以此打消行动者和公众的疑虑，说服公众接
受邻避设施。
（二）环评机构的科学话语
１．中立说辞。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是特殊的社会中介机构，以秉持独立、公正、客观立场的第
三者来对将要发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客观、合理的预测，以协助作为公权力机构的政府作出正确的决
策［１８］。基于这种角色和定位，环评机构在面对公众时也往往作出这种宣称，以澄清自身与其他利
益主体的关系。例如，在西二旗垃圾站项目的公示座谈现场，某大学环境影响评价室负责人就明确
说明，他们做的是环境影响评价，不是可行性报告。民意调查问卷的目的跟政府也不一样，政府是
要上这个项目，他们是第三方咨询机构⑤。这成为环评机构科学话语的重要支撑。
２．数据事实。环境影响报告书作为对邻避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后形成的书面文件，是支撑
环评机构科学话语的重要依托。邻避项目的环评报告书少则万余字，多则百万字，图文并茂、数据
齐整、表格林立，涉及成本－效益分析、技术可行性分析、区域环境状况及环境风险评价等。部分
环评报告书还在其中公布了公众参与的依据，如公众参与调查及意见统计资料。对于风险评估，部
分环评报告书会有一些论述，对项目建设和运行期间发生的可预测突发事件或事故进行预测，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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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媒体材料，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４日。
媒体材料，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４日。
业主信访记录材料，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８日。
西二旗项目公示现场记录，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５日。
西二旗业主会议记录材料，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５日。
风险识别、最大可信事故及源项分析和风险防范措施、应急预案等，最终导向环境风险在 “可接受
范围内”的结论。也有些环评报告则将成本效益分析作为重点阐述，或关注某个符合特定需要的指
标。但总体而言，报告书的实地数据资料、数理模型推导等特征无疑为其所应当具有的客观性、科
学性披上了光环。
（三）运营企业的技术话语
１．工艺说辞。作为项目的运营方，企业在面对公众和行动者时，则将项目技术的解释权揽于
一身，而首要的，便是在工艺阐释上做足功夫。例如，负责六里屯焚烧厂项目的绿海环保有限责任
公司的总工程师面对媒体说，未来的焚烧厂将经过严格的环保批复设计，其排放的烟气比二类天气
的空气质量还要好，其二恶英的排放要比国家标准低十倍，并特设垃圾储存池以杜绝垃圾的臭味和
对土壤的污染。西二旗餐厨垃圾站项目的第二次环评公示和相关规划变更公示均尚未启动之时，嘉
博文生物科技公司的负责人在参加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举办的讲座上，向居民展示了其公司的 “高温
好氧发酵”技术及为垃圾站所做的一系列内外设计，并强调这座餐厨处理站建筑本身不但美观，还
与周围环境协调统一，屋顶绿草茵茵，周围绿树环绕，不但没有异味，在处理时也不会产生噪音。
２．经验说辞。对经验的宣称是运营企业技术话语的另一佐证。这种宣称往往强调两个方面：
其一是国外经验，如垃圾焚烧技术的应用主要参照的是国外经验，国外的成功案例为主推者尤其是
企业津津乐道。其二是国内运营的经验。譬如，已运营的垃圾焚烧厂就往往被拿来作为例证，也成
图１　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的责任主体
及三种话语类型
为社区居民现场观摩的基地。拥有先期运作
经验的企业还会对自身经验予以强调。
至此可以发现，以政府为主导，以环评
机构为辅助，以运营企业为未来风险的经营
者，三者都致力于编织一个至善至美的安全
光环来驱散公众和业主的担心和恐惧。在这
样一个话语格局中，作为决策系统的权力部
门，政府的规制话语始终处在话语系统的顶
端，而其他两者则在一定意义上分属三角形
的两端，共同支撑着权力系统的决策话语
（如图１所示）。
四、风险沟通场域中行动者的框架化策略
作为行动者和直接利益群体，面对强势的话语集团和权力系统，他们所能做的便是在这一已经
被挤占的话语空间中开拓出属于自身的话语空间，并在其中建构出一种新的现实。这种新的现实构
建，是基于对地方政府、环评机构和运营企业提供的修辞和证据的另类解说，对风险的重新阐释，
是有选择性地予以采纳、吸收，更多地则是予以批判和拒绝，以此构建起能够引起社会共鸣并获得
更广泛支持的话语框架。
（一）责任主体的 “软肋”与转移法
对于地方政府的规划说辞，行动者往往并不予以直接否定，甚至表示愿意支持。但是他们会把
焦点转移到程序问题上。在项目决策过程中，政府将受政策影响的民众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造成
决策程序不公正、不公开。作为 “相邻权人”、“利益相关方”的行动者则对此紧抠不放，提出既无
参与权也无知情权的主张。这种程序上的瑕疵在许多邻避设施带来的冲突中都成为行动者对抗地方
政府的 “杀手锏”。即使邻避设施的建立经过详细充分的论证，政府决策过程不透明而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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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让其成为众矢之的。
至于环评机构，中立说辞所具有的可信性也往往遭到质疑，其客观性和科学性在各类环评机构
的案底中不攻自破。据环保部门２０１５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全国１１００多家具有资质的环评机构
中，４２２家有过违法、违规案底，占比超过１／３［１８］。也因此，环评机构的资质问题经常是行动者关
注的重点。例如，在西二旗餐厨垃圾站事件中，一些业主就披露了负责环评的机构因工作中的疵漏
被责令进行三个月限期整改的 “前科”，由此质疑环评机构的资质问题。这种不可磨灭的 “污点”
使其科学话语的力量大打折扣。此外，“环境影响报告书存在诸多错漏”、“基础资料、数据失实”
“在进行环评的工作过程中，完全没有按照相关规定到现场进行过实地勘察”①等指斥成为削弱环评
机构评估的科学性的说辞。
可见，在地方政府的伦理高位和环评机构的中立说辞面前，行动者往往通过转移焦点的方式，
即撇开项目规划的合理性、合法性，而将目光放到这些责任主体的 “软肋”上，并紧抠不放，予以
强调和挖掘。而运营企业虽然力图以先进技术和完美工艺打动行动者，赢得支持，但因为监管和风
险担责的主体主要是政府，这使得风险沟通过程中，行动者通常会将技术问题的 “解释权”从企业
转移给政府。例如，在西二旗事件中，业主说到，“对政府提，不要对嘉博文的代表提……要从政
府的方面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公布具体的垃圾处理技术方法和工艺流程，不能用商业机密一言以
蔽之……百姓对技术存有怀疑，政府有责任打消疑虑，……一旦将来发生重大事故，这是要政府来
埋单的，政府有责任对工艺流程保持谨慎态度。”② 这对于原本对技术和工艺具有更多话语权的企
业来说，多少掺杂了某种诙谐的意味。
（二）话语共同体的 “分合”与拆解法
由于存在潜在或显在的利益关联，权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商业资本的勾连所建立的利益输送已
经成为一种 “刻板印象”。因此，政府部门、环评机构和运营企业之间的暧昧关系，在行动者看来
似乎已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潜规则，也通常成为被攻讦的目标。例如，存在 “污点”的环评机构还
能进入决策系统就被行动者认为是利益勾连的结果。地方政府力挺企业的技术和经验来支持决策的
可行性，也会引发对运营企业获得运营资格的方式的质疑，不是按程序 “招标”而是 “内定”成为
行动者指责两者 “合谋”的说辞。这也成为行动者诟病的另一 “软肋”。而对于责任主体构建的这
一 “统一战线”，由于自身利益差别的存在，有时候也会出现分裂或互相拆台的情况。而这正是行
动者的拆解策略所达成的效果。例如在座谈会等各责任主体悉数在场的场合，行动者有意将政府权
力和环评机构的工作扯到一块，提出类似 “可行性报告是基础，有了这个可行性报告政府才能做决
策”的判断，让相关部门予以回应。地方政府为了示意决策的科学性，往往告知公众环评报告是决
策的最终依据；环评机构则会强调政府的决定性作用，自身提供的报告只是作为参考③。这种模棱
两可让政府和环评机构同时陷入尴尬的境地，也达到了拆解同盟的目的。
（三）政府话语的 “断层”与约制法
最终，基于对风险沟通场域中各主体地位的判断，行动者还会把谈判的目标对准政府，因为政
府掌握着最大的话语权。然而，由于国家内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同一层级的部门之间存在着一
定权力缝隙以及不同的职责分工和利益目标，为行动者提供了机遇。尤其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各
自所代表的公共利益范围存在差异，行动者则将中央政府的精神和话语作为制约地方政府话语的利
器。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 《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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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六里屯业主申诉材料，２００７年２月１日；西二旗业主申诉材料，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日。
西二旗业主动员材料，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２日。
西二旗项目公示现场记录，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５日。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文本，以及中央 “以人为本”和 “科学发展观”等价值理念和精神通常成
为行动者破解地方政府话语的重要砝码。在必要且条件具备的时候，直接诉诸中央政府部门如国家
环保部等，希翼让中央来约制地方。总的而言，行动者认为中央话语与地方政府话语之间存在不一
致和 “断层”，因此，用中央的政策规定来指斥地方政府的行为，用中央话语来约制地方话语，成
为行动者一贯的策略和话语方式。
通过以上的方式，行动者从自身内在的对环境和健康风险的焦虑、对保护 “家园”的欲求表
达，转向对决策系统和责任主体合法性的质疑，甚至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对 “保护家园”框架的隐
匿以及对 “合法性”问题的突显。以此为基础，将对邻避设施的厌弃和驱逐邻避设施的集体追求，
转化为对公平、正义价值的共同诉求。这样一种框架化方式和策略，动摇权威系统的话语优势的同
时，扭转了行动者的话语劣势，并使得行动者成为风险沟通场域中有资格、有力量的辩友。
五、邻避冲突化解的可能路径
（一）匡正决策系统及责任主体的角色和形象
一是匡正各决策或责任主体在项目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角色和位置。首先，政府是邻避设施建
设的权力行使者，更是项目的掌舵者。政府应当鼓励利益相关者都参与到 “邻避”设施项目的决策
中来，让各方充分讨论各自的风险偏好，而不是实行决策垄断。政府对于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安
全隐患不能大包大揽，而是要客观面对并制定预防措施。其次，环评机构是中立的第三方。应对项
目选址和建设进行充分考察和论证，对其中存在的风险进行全面预估，对不确定性进行审慎判断，
对邻避设施所包含的所有可能产生的决策后果进行罗列，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方
法，而不是得出项目选址合理与否、项目建设可行与否的简单结论。最后，运营企业是项目的执行
者。这一角色要求企业一方面务必确保基础设备和人力资源的可靠，对于营运设施的相关技术信
息，应该客观真实地公布，尤其是对于其自身技术存在的限度和安全性能要对公众予以告知。
二是关注项目决策系统中各责任主体存在的 “纰漏”。对于政府，确保决策程序符合要求，各
部门之间权责分明；对于环评机构，不能存在资质等硬伤，以致成为民众抨击的口实。环评报告的
数据资料也应经得起推敲。不管是政府，还是环评机构和运营企业，都应注重自身的形象，维护诚
信的信誉。
三是对各责任主体相互之间的关联予以公开，以便公众监督。如政府与环评机构之间的关联，政
府与运营企业之间的关联，以及运营企业与环评机构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关系。不管是在项目决策形成
阶段，还是项目执行或评估阶段，都对不同主体的角色和定位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清晰的说明，
以免引起公众对其中关系的不必要想象。尤其是作为中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环评部门要说明其用于
论证的资料的来源，及其与权力部门，或运营企业之间清晰的界限。企业则应对取得项目营运资格的
过程予以公开，而不是含糊其辞从而引发公众关于利益输送的想象，增加公众的不信任。
（二）重视民众的知识形态及参与能力
行动者框架化的策略及其所具有的纠正错误、抓住关键点和运用现有政策和法律的能力在风险
沟通过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从频繁爆发的邻避冲突来看，邻避风险沟通过程中已然无法忽视
的，是公众作为具有独特知识形态的外行的参与及其对决策施予影响的能力。公众由于其知识限度
和认知能力，通常都被视为 “外行”。而在邻避冲突发生后，“无理取闹”、“狭隘自私”的帽子也被
扣在社区居民头上。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公众的愤懑情绪和想象怀疑进
一步滋生，甚至催生非理性的集体行动，让决策过程更加艰难和漫长。从本文的分析来看，公众尤
其是现代城市的居民一方面是具有勇气的行动者，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敢于跨越制度边界，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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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他们对现有体制的熟悉程度随着抗争的扩散和自身行动实践的演练而逐渐提升。因此，他
们能够迅速找到决策过程中存在的瑕疵或可资诟病的地方，并紧扣不放甚至将其放大。而对于技术
本身和风险的把握和考量能力，也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而有所提升。对于专家提供的知识和解
读，他们也能通过文献检索或其他方式找到对应的反驳依据。由于公众的知识来源途径的多样性和
丰富性，使得他们得以对所接收的来自项目支持者的信息进行质疑和确证。
因此，政府要摒弃传统的管制思维，运用现代的社会治理思路，重视民众的知识形态和参与能
力，用包容和开放的理念和行动，来对待公众的抵制行为和参与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知识水平和能
力。对于公众提出的质疑和反对，政府要耐心认真听取，并予以解答和回应。对于其风险焦虑和担
忧，要予以舒缓和平息。
（三）构建邻避风险沟通的理性秩序
在现有的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责任主体和行动者往往各说各话，难以进行实质意义上有效的
沟通。然而，风险沟通内涵的价值指向，是将公民视为合作伙伴，始终秉承信息共享、诚意沟通的
原则，通过平等、自由、开放的对话来促进彼此理解和信任。它不能简化成修辞技巧。作为责任主
体，政府、环评机构和企业应该开诚布公，坦诚项目设施存在的风险性，而不是信誓旦旦，信口承
诺。对于其技术能力和水平要客观予以看待和阐释，而不是有意美化或言过其实［５］。对于公众提出
的问题和意见，相关部门不要答非所问，而是要正视和面对。对于直接利益群体，在享受参与权利
的同时，要理性进入决策过程。这种理性，要求参与者不能仅仅立足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是还要有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能一味抵制邻避设施项目，而是还要考虑其社会效应；在沟通过程中，不能
王顾左右而言他，而是要把握具体问题并进行针对性的讨论；提出的修改或反对意见要有理可寻，
而不是情绪化或钻空子；尽量不提任何设施项目方案都做不到的要求 （如零风险）［５］，而是要客观
并从全局出发。否则，多元主体介入的沟通不但不会对决策制定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而且只会适
得其反，延缓各种议程。
参考文献
［１］ＭｃＧｕｒｔｙ，Ｅ．Ｍ．Ｆｒｏｍ　ＮＩＭＢＹ　ｔｏ　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Ｊ］．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９９７（３）．
［２］何艳玲．“中国式”邻避冲突：基于事件的分析［Ｊ］．开放时代，２００９（１２）．
［３］魏娜，韩芳．邻避冲突中的新公民参与：基于框架建构的过程［Ｊ］．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４）．
［４］何艳玲．“邻避冲突”及其解决：基于一次城市集体抗争的分析［Ｊ］．公共管理研究，２００６（４）．
［５］张乐，童星．“邻避”冲突管理中的决策困境及其解决思路［Ｊ］．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４（４）．
［６］侯光辉，王元地．邻避危机何以愈演愈烈———一个整合性归因模型［Ｊ］．公共管理学报，２０１４（３）．
［７］Ｊｏｈｎｓｏｎ，Ｂ．Ｂ．，Ｖ．Ｔ．Ｃｏｖｅｌｏ．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ｓｋ：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ｒｉｓｋ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
ｃｅｐｔｉｏｎ［Ｊ］．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ｅｄｉａ，２０１２．
［８］Ｗｙｎｎｅ，Ｂ．Ｒｅ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Ｆｕｔｕｒｅｓ，
１９８３（１）．
［９］［美］保罗·斯洛维奇．风险的感知［Ｍ］．赵延东，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０］［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Ｍ］．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１］［加］约翰·汉尼根．环境社会学［Ｍ］．洪大用，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２］郭雪松，朱正威．社会竞技场视角下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系统思考［Ｊ］．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０（４）．
［１３］［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Ｍ］．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３．
［１４］Ｓｎｏｗ，Ｄ．Ａ．，Ｅ．Ｂ．Ｒｏｃｈｆｏｒｄ　Ｊｒ，Ｓ．Ｋ．Ｗｏｒｄｅｎ，ｅｔ　ａｌ．Ｆｒａｍｅ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ｍｉｃｒｏ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６（４）．
—１１１—
卜玉梅：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的话语竞技及其对冲突化解的启示
［１５］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６］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５（１）．
［１７］［法］阿兰·图海纳．行动者的归来［Ｍ］．舒诗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
［１８］周珂，史一舒．论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独立性［Ｊ］．法治研究，２０１５（６）．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ｉｓｋ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ＭＢ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ｏｎ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ＢＵ　Ｙｕ－ｍ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ＮＩＭＢ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ｕｒ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ｂｏｄ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Ｂａ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ｉｓｋ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ｒｅｎａ　ｏｆ
ｒｉｓｋ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ａｃｔｏｒｓ　ｄ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ｈｅｓ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ｏｒｓ　ｔｕｒｎ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ｏｆ　ｒｉｓ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ｂｏｄｉｅ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ＮＩＭＢ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ｂｏｄ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ａｒ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ｄｅｍａｎｅｄｅｄ．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　ａｓ　ｉｔ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ｒｉｓｋ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ＩＭＢＹ　ｒｉｓｋｓ；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ｆｒａｍｉｎｇ；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ｒｅｓｏｌｖｅ
（责任编辑　刘传红）
—２１１—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